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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要求和方向。

文章基于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视角，采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通过模糊断点回

归实证研究了公租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公租房政策显著缓解了农民工群体

的城市融入困境，对城乡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机制检验表明，货币补贴直接带来的收入补

偿效应和实物补贴间接产生的需求创造效应共同发挥作用；第三，公租房政策对受教育水平较低、有子

女随迁和非国企单位等群体的保障效果更加明显；第四，公租房政策还通过代际反哺机制缓解了农民

工户籍地家庭的生活困境，表现出积极的户籍地保障效应。公租房政策效应的评估和结果反馈为理解

住房保障制度的福利效应、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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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已经进入城乡相互依存、互促共荣的新阶段（黄祖辉，2025）。长期

以来，城乡融合发展都是党和各级政府的重点关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破解城乡一体化发展障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

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农业转移人口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

力资源，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而且还将务工所得财富、技能和理念等带回农村，反哺户籍

地建设、推动乡村振兴（黄祖辉等，2022）。城市的发展有赖于农村提供的劳动力资源，农村振兴

也离不开城市的经济辐射和资源支持。农民工群体作为连接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其

释放的经济动能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然而，面对日益增加的住房成本，在市场难以完全支持农民工群体获得基本住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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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更是人民美好生活

的关键所在。理论上，城乡融合发展涉及范围广泛,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内容既包括城镇

系统和乡村系统各自独特的发展, 又包括二者齐头并进、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融合发展（张世

斌等，2024）。这也决定了城乡融合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因素、技术革新、政策支持、

土地要素、金融工具、收入差距和公共资源等（周德等，2021；王硕和孙涛，2023）。现有研究虽已

揭示住房成本对城乡要素配置的调节作用（杨巧和张丽霞，2020；刘金凤和魏后凯，2021），但存

在显著局限：其一，研究视角常聚焦房地产市场机制，忽视了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

支撑效能；其二，未能系统解析制度性住房保障如何通过增强社会归属感优化城乡资源再配

置。公租房政策通过货币补贴与实物配租相结合的保障方式，在缓解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压力

的同时，破解其社会融入困境，形成“保障促融入、融入带发展”的城乡融合推进路径。在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实施的背景下，厘清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留城发展”与“返乡反

哺”的双向促进作用，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此，本文将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聚焦当前国家重点推进的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

“公租房”）制度设计，利用2016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分析

住房保障制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有效规避家庭之间初始禀赋差异带来

的内生选择性问题，本文基于公租房准入条件中对家庭收入的要求，设计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模型进行评估，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公租房政策对农民工群体进城务工起到了显著的积极

帮扶作用，为破解城乡融合困境提供了保障；公租房政策因其提供货币补贴和实物补贴的双重

功能，不仅为受保障农民工家庭提供了补偿性收入，而且还通过刺激生产要素之间的流动配置

创造新需求，二者皆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贡献；受教育水平较低、有子女随迁和非国企

单位群体受公租房政策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公租房政策通过代际反哺机制缓解了农民工户

籍地家庭的生活困境，表现出积极的户籍地保障效应。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突破传统研究将住房保障

效应简化为经济补偿的单维视角，构建包含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融入的多维度分析框架，

并从收入补偿效应与需求创造效应两个角度检验了内在机制，系统揭示了保障房政策破解农

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作用机理。第二，在研究设计上，本文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评估了住房

保障制度影响生活质量的政策效果，有效解决了截面数据处理效应非随机的内生性问题。第

三，在政策效果上，本文从多个维度讨论了公租房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异质性特征，有

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住房保障制度对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的影响，为建立差异化保障标

准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第四，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突破“就城论城”的局限，不

仅关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并进一步讨论公租房政策的户籍地保障效应，从城—乡两端讨

论公租房政策的保障效果，为构建城乡要素循环的政策协同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住房保障制度与城乡融合发展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住房保障制度的外部性及其对城乡发展中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却较

少系统考察该制度在推动农民工群体实现从流动到安居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更缺乏对其通过

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的深入探讨。具体而言，在住房保障制

度外部性研究领域，现有成果大多关注其对住房市场的调节效应。针对城市内部低收入群体，

经济适用房价格往往超出其支付能力，导致中低收入家庭在购置时不得不举债，进而恶化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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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财务状况（刘斌，2014）。相较于其他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凭借覆盖人群广、补贴标准灵活、操

作透明度高以及退出机制完善等制度优势，已成为当前我国破解流动人口住房困境的核心政

策工具，在保障低收入群体居住权益方面成效显著（邓红平和罗俊，2016）。

既有的住房保障制度对个体及家庭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探讨住房保障制度与城乡融合

发展的关系奠定了基础。Zheng等（2020）发现保障性住房通过降低流动人口的住房成本，能够

缓解其因城市高额住房成本而难以举家迁移的困境。李勇辉等（2019）对比公租房与市场租赁

住房居住的流动人口，认为保障性住房的获取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流动人口的精神富余程度

及社会融入感知。就制度设计的本质而言，中国租赁住房保障基于收入再分配逻辑，为受保障

群体提供货币补贴与实物兜底。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租房具有非完全竞争性与局部排他性经

济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为全体人民尤其是异地务工流动人口实现住有所居给予有力的过渡性

保障与制度支撑，在促进人口流动、缓解工作压力、提升社会融入等关键维度均发挥着积极且

显著的作用（王诗勇等，2023）。以公租房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的存在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

供了基本的居住保障，使其顺利融入城市生活与工作体系，促进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

同时，稳定的住房保障有助于构建和谐包容的社区环境，增强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

感，进一步推动城乡文化与社会层面的深度融合，有利于缓解农民工在城市面临的融入困境，

使其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孙伟增等，2024）。简言之，公租房政策是基于收入再分配逻辑，为受

保障群体提供货币补贴与实物兜底的双重住房保障设计。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公租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公租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

公租房政策构成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是兼具货币补贴与实物补贴的制度设计。

货币补贴作为直接经济扶持手段，精准作用于受保障群体的经济状况，扩增其可支配收入，赋

予他们在住房市场中更加灵活的决策空间；实物补贴则表现为供给实体住房资源，使其获取稳

定可靠的居住环境（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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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租房政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图

 

公租房政策遵循社会保障体系的“再分配”逻辑（厉以宁，1986），既为住房困难群体提供基

本租金补贴，也为进城农民工务工生活构筑“安全网”与“缓冲器”。理论上，弱势群体家庭在面

临经济冲击时，因缺乏风险分摊机制，常常难以转移风险而无法维持家庭边际效用的稳定（陈

玉宇和行伟波，2006）。一方面，受就业体制、自身素质、健康及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制约，低

收入农民工群体常常面临就业不稳和收入单一等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的储蓄与资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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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限，使其在信贷市场难以获取正规的信用资质，基于社会网络的互惠互贷成效受限（张文

宏等，1999）。在此情形下，公租房政策能够助力农民工家庭以低价获取稳定住房实物或货币补

贴，削减实际住房成本支出，形成家庭真实收入补偿（Moffitt，1992；Jacob和Ludwig，2012）。政府

借助政策保障为其增设家庭风险分摊机制，助力其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群体而言，公租

房政策的货币补贴通过提供补偿收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住房市场的失灵，对其融入工作地产

生积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公租房政策通过收入补偿效应缓解农民工的城乡融合困境，继而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

私有制被恩格斯（1995）视为导致城乡对立及城乡难以统筹发展的根源所在，这与公租房

政策的制度架构设计及思想内涵所凸显的共享理念相契合。公租房以非户籍的进城务工群体

为保障目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户籍限制，实现人口与住房在政策中的统筹，这对缓解农民工

的城市融入困境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在子女教育方面，稳定的居住保障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子

女教育障碍，使其家庭在城市教育体系中的融入情况得到改善；公租房政策通过提供实物住

房，减轻农民工的生活负担，进而强化农民工群体与城市要素的融合，激发其潜在需求。此外，

稳定的居住环境有助于农民工长期定居工作地，对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技能、分工和社会能力的

重塑起到积极作用，加速劳动生产秩序中旧分工的革新和工种的再培训，使其产生更高层级的

精神需求。通过公租房的实物保障机制，农民工获得稳定的城市居住条件，既缓解了户籍壁垒

对其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阻滞作用，又通过增强其城市活动参与度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该过程即

体现为需求创造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公租房政策通过需求创造效应，推动农民工获取更多的提高生活质量的外部资源，

继而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样本

本文采用的是2016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其中，调查中所

收集的有关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支出及住房情况的翔实数据为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需要说明

的是，本文将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群体统称为农民工群体（周德水等，2022）。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实证中涉

及的城市必须有明确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时间及收入标准，以便准确判断流动人口

的资格和识别回归断点。其次，确保样本城市中包括申请并成功获得公租房的家庭，即实验处

理组。最后，鉴于数据库所提供信息的局限性，选择的样本是迁入时间超过一年但不超过两年

的家庭。这种选择既考虑到大多数城市对社保或公积金有至少6个月的缴纳要求，又确保了调

查时间与家庭申请公租房时间尽可能一致，允许我们利用调查期间的家庭收入数据来估算申

请时的经济状态，以保证研究设计的断点有效性。

根据上述流入地和流动时间信息的严格要求，本文选取了长春、苏州、南通、丽水、合肥、

赣州、郑州、长沙、重庆、宝鸡、银川、石嘴山、固原和中卫共计14个样本城市。为保证实证的严

谨性，在样本的选取上只考虑务工群体。经过筛选，本文共得到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4个城

市的2 542个代表性样本（处理组411个，对照组2 131个），样本分布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融合发展”。本文尝试从城市融入视角展开，对农民工群体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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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所面临的城市融入困境进行衡量。参考现

有研究（卢海阳等，2015），农民工融入困境具体

包含经济融入困境、社会融入困境、心理融入困

境、文化融入困境和其他融入困境5个维度。赋

值方法如下：首先，对问卷中涉及的每个指标的

问题进行赋值。对于每个问题，回答“没有困难”

赋值为1，表示融入良好；回答“有困难”赋值为

2，表示存在困境。其次，将各问题的结果进行加

总，得到一个综合得分，区间为7~16。最后，对综

合得分进行对数化处理，以调整数据的分布并

提高分析的稳健性。困境指标的数值越小，意味

着农民工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越

小；反之，数值越大，则表明农民工面临的困境

越大。农民工困境指标的构成如表2所示。同时，

为了全面衡量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生活中所面

临的双重困境，后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户籍地视

角下农民工城乡融合困境。表3报告了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构建及相关检验

1. 模糊断点模型。本文选取收入阈值作为设定断点的依据，运用模糊断点回归分析（Fuzzy

RD）来探究公租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UICi = α+βDi+ f (Di)+γiControlsi+εi (1)
UICi

Di

Di

Controlsi

εi

RS Ci

其中，被解释变量 代表农民工个体i在工作地的城市融入困境。本文的基准回归、机制检验

和异质性分析均以该变量为被解释变量。 作为处理指标，当其取值为1时，表示家庭获得公

租房并归入处理组；当其取值为0时，则表示未获得公租房，归入对照组。 是驱动变量，在断

点回归设计中用以表示家庭平均收入与设定断点之间的差额。 代表涉及农民工群体

基本特征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随机误项。此外，本模型同时控制了城市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将使用 为被解释变量，衡量户籍地视角下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困境。

2. 回归断点有效性分析。本文对公租房政策的准入标准下设定的回归断点进行了有效性

检验。由图2可以发现：首先，断点处的变化表现为显著的跳跃，且这种变化以概率形式出现，

而不是直接从1变为0；其次，在公租房政策执行中，当收入满足准入标准时，获取公租房的可能

性增大，且收入越低，其概率越高，越能证明该政策的显著指向性；最后，若收入超过标准，获

 

表 1    实证样本分布情况

城市名称 处理组 对照组 合计

重庆 194 1 098 1 292

郑州 73 248 321

苏州 29 180 209

长沙 22 150 172

银川 15 71 86

长春 1 146 147

南通 16 44 60

宝鸡 22 17 39

石嘴山 15 13 28

中卫 4 6 10

固原 11 6 17

赣州 1 3 4

合肥 5 124 129

丽水 3 25 28

合计 411 2 131 2 542

 

表 2    工作地视角下农民工困境指标的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问题设置

工作地困境

经济融入困境

收入不足 在本地，您家有收入太低的困难吗

职业隔离 在本地，您家有难以找到稳定工作的困难吗

购房困难 在本地，您家有买不起房子的困难吗

社会融入困境 教育障碍 在本地，您家有子女上学问题的困难吗

心理融入困境 社会歧视 在本地，您家有本地人看不起的困难吗

文化融入困境 文化适应 在本地，您家有生活不习惯的困难吗

其他融入困境 其他问题 在本地，您家还有其他困难吗

9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5年第2期



得公租房的样本占比却很低，表明本研究所采

用的收入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3. 识别条件检验。为了确保断点回归分析

的有效性，需要样本在分组过程不受样本自选

择行为的影响，以避免出现内生性分组偏差。具

体到研究中，本文所选择的样本通常无法操控

其家庭是否满足公租房的申请条件，主要原因

有：其一，保障性住房政策专为指定家庭提供住

房援助，家庭收入的审核过程十分严格，使得家

庭很难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来影响住房获取；其

二，本文使用的调查虽然涉及家庭收入信息，但与公租房申请无直接联系，因此即便是位于收

入断点附近的家庭，也没有报告不实收入信息的显著动机。本文对断点两侧的分布进行了详细

检验（如图3所示）。无论是直方图（图3左）还是核密度图（图3右），在断点附近均未观察到明显

的密度函数跳跃，且核密度图显示的置信区间在断点附近有重叠，表明驱动变量在阈值附近是

连续的，无明显的人为干预迹象。据此，我们认为本研究所定的回归断点可被认为是公租房获

取与否的有效代理变量，即满足识别因果效应的条件。

此外，断点回归设计的有效性还取决于第二个假设的验证，即所有其他可能影响被解释变

量的因素在断点位置应保持稳定。这要求在断点周围的协变量必须通过平衡性检验。如果断点

附近的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干扰，则难以将处理效应唯一归因于公租房政策的影响。为

此，本文使用模型（1）并引入三种不同的标准误差检验，以验证这些前置变量在断点附近的平

衡性。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见表4），所有控制变量在断点附近展现出良好的连续性，没有出

现任何显著跳跃，即断点回归设计的连续性要求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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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均收入与公租房获取

 

表 3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UIC 工作地困境 2 542 2.05 0.14 1.95 2.48

RSC 户籍地困境 2 542 2.06 0.16 1.95 2.40

解释变量

income 过去一年家庭月收入（元） 2 542 2 389.67 1 144.46 250 7 500

D 处理状态变量：1=获得公租房，0=没有 2 542 0.16 0.37 0 1

T 收入是否满足公租房申请条件：1=是，0=否 2 542 0.38 0.49 0 1

控制变量

age 年龄 2 542 32.45 9.80 16 69

edu
受教育水平：0~6依次表示未上学、小学、
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2 542 2.74 1.25 0 6

marry 婚姻状况：1=结婚，0=其他 2 542 0.60 0.49 0 1

hhszie 家庭人口数 2 542 2.57 1.20 1 8

child 随迁子女数 2 542 1.13 0.82 0 5

move 流动类型：1=省内流动，0=跨省流动 2 542 0.72 0.45 0 1

service 是否从事服务行业：1=是，0=否 2 542 0.56 0.50 0 1

soe 是否在国有企业工作：1=是，0=否 2 542 0.08 0.28 0 1

politics 政治面貌：1=中共党员，0=其他 2 542 0.08 0.27 0 1

minority 是否为少数民族：1=是，0=否 2 542 0.04 0.1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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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保证断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

用Cattaneo等（2019）提出的方法（简称CCT）对模

型进行估计，利用CCT方法计算得到的最优带

宽进行点估计（CER）和区间估计（MSE），并展

开敏感性分析。表5报告了公租房获得对农民工

在城乡融合进程中面临融入困境的影响结果。

表5第（1）、（3）列的总样本结果显示，公租房政

策降低了受保障农民工群体的融入困境指标，

按区间估计得到的结果也基本一致。从回归结

果看，核心系数估计值均在5%的水平上保持显

著，意味着公租房政策有助于缓解农民工群体

在工作地面临的城市融入困境，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考虑到长春、赣州、丽水、合肥等公租房样本较少的样本城市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本部分

删除公租房样本较少的城市、仅保留公租房样本较多的城市，采用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再检验，

所得结果如表5的第（2）、（4）列所示。从中可知，核心系数估计值都保持较好的显著性水平，表

明公租房政策确实有助于缓解受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困境，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

图4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困境指标概率随家庭收入的分布情况，即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地融入困境

在断点前后出现了明显向下的跳跃。图示结果与回归结果一致，即公租房政策有效缓解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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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收入家庭分布

 

表 4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年龄
受教育
水平

是否
结婚

家庭
人口数

随迁
子女数

是否省
内流动

是否服
务行业

是否国
有企业

是否
党员

是否少
数民族

常规标准误
−1.007 1.866 −0.182 −0.848 0.939 0.585 −1.061 0.321 0.186 −0.038

(10.336) (1.321) (0.287) (0.750) (0.779) (0.490) (0.585) (0.230) （0.290） (0.147)

纠偏稳健标准误
1.417 1.814 −0.223 −1.102 1.070 0.688 −1.227 0.338 0.226 −0.076

(10.336) (1.321) (0.287) (0.750) (0.779) (0.490) (0.585) (0.230) （0.290） (0.146)

稳健标准误
1.417 1.814 −0.223 −1.102 1.070 0.688 −1.227 0.338 0.226 −0.076

(12.422) (1.589) (0.335) (0.854) (0.919) (0.585) (0.676) (0.274) （0.358） (0.169)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地困境

点估计CER 区间估计MSE

总样本 样本筛选 总样本 样本筛选

Conventional
−0.610** −0.556** −0.430** −0.388*

(0.254) (0.250) (0.209) (0.211)

Bias−corrected
−0.608** −0.553** −0.433** −0.390*

(0.254) (0.250) (0.209) (0.211)

Robust
−0.608** −0.553** −0.433** −0.390*

(0.257) (0.255) (0.218) (0.219)
　　注：（1）Conventional 为常规标准误，即 OLS标准
误，Bias−Corrected 为纠偏稳健标准误，Robust 为稳健标
准误；（2）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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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产生

积极作用。

根据“效益观”理论，农民工获得的预期收

入构成了其行为决策的基础，如果预期收入没

有达成，则其行为决策会趋于保守；反之，则会

更加活跃。因此，在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活成本

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劳动者的预期收入被压缩，

生活压力和外部风险增加，这些由住房成本导

致的因素都会对其融入本地构成挑战，并且当

生活质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会加快农民工逃

离本地，导致人力资本流失。可见，公租房政策

因其对农民工群体提供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双重保障功能，一定程度上分摊了住房成本，而

家庭财务压力的缓解在对冲了其他衍生问题的负面冲击的同时，也增加了该群体融入本地的

可能支出，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研究假说1得到论证。

（二）稳健性检验

正如上文所述，在基准回归中已经通过调整估计方法和筛选样本量的方式进行初步的稳

健性检验。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从不同带宽的敏感性和基于“伪断点”的

安慰剂检验两个角度继续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①

1. 敏感性分析。本文分别采用0.25CCT、0.5CCT、1.25CCT三个带宽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结

果 表 明 不 同 带 宽 下 公 租 房 政 策 对 农 民 工 城 市 融 入 困 境 的 影 响 保 持 不 变 。 所 得 结 果 与 使 用

CCT标准最优带宽的估计结果相比没有出现明显差异，系数估计值的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保持

一致，仅存在数值大小的差异，从而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2. 安慰剂检验。本文通过设定不同的收入断点进一步考察研究结论是否真正来自于公租

房的收入门槛设计。具体来说，在真实断点的基础上分别增加或减少200元、400元和600元，构

造了6个新的断点来考察被解释变量在伪断点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当使用其他收

入作为断点时，公租房政策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本文之前的研究发现

确实是在实际的收入门槛处发生的，即证实了本文基于收入准入门槛的断点回归设计的有效性。

（三）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住房保障制度可能通过收入补偿效应和需求创造效应两条路径影响

农民工群体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融入困境。本文参考主流研究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

模型进行机制识别（Hayes, 2009)。中介变量包括收入补偿效应和需求创造效应，其他变量与上

文释义保持一致。对公租房的承租家庭来说，如果没有获得公租房，那么他们将会选择市场化

租房，在住房基本情况一致的前提下，面临着更高的住房成本，因此，农民工居住的市场化租

房是公租房较好的对照组。变量方面，根据问卷中设计的详细信息，本文选取农民工群体的人

均日住房支出、人均日非住房支出两个指标
②

，并分别作对数处理。理论上，如果农民工住房支

出因公租房政策而降低，则表明公租房政策有助于缓解家庭开支，对家庭部门的净收入构成补

偿，即产生收入补偿效应；类似地，如果农民工非住房支出因公租房政策而增加，则表明公租

房政策带来的货币补贴并未完全用于家庭储蓄，而是为改善生活水平增加了部分支出，从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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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租房政策影响农民工群体生活困境

的冲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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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家庭部门的潜在消费，即产生需求创造效应。

表6为机制检验的基准回归结果，从中

可以看出：第一，住房租金支出的系数估计

值为负，且基本都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

表明公租房政策显著降低了受保障家庭的

租金支出，意味着公租房政策对农民工群体

的住房支出压力起到了显著的缓解作用。为

保证验证结果的严谨性，在剔除较少公租房

样本的城市后重新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公租

房政策仍然能够缓解农民工的住房支出压

力，即收入补偿效应得到验证。第二，非住房租金支出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也基本都在1%的水

平上保持显著，表明公租房政策显著提升了受保障家庭的非住房支出，意味着公租房政策对农

民工群体的潜在需求起到了提升作用；同样，筛选样本后的稳健性回归也得出一致结果，即受

保障农民工群体的非住房开支会因公租房政策的帮扶而增大，即需求创造效应得到验证。据

此，研究假说2和假说3得到验证。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后期住房保障优化工作不能偏向于货币

补贴或实物补贴，而应创新住房保障机制措施，实现二者有效联动。

（四）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客观上存在的内在差异，公租房政策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的保障效

果可能因此而存在异质性。因此，这里分别从受教育水平、子女随迁情况和就业单位性质这些

被各界重点关切的方面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组回归，以考察公租房政策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困

境影响的异质性，从而为完善公租房政策提供参考。

1. 受教育水平

正如前文所述，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各类行

为决策都会产生影响，这也会对农民工城市融

入困境构成不同影响。本文根据被访者是否接

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将样本分为受教育水平较

低和较高两组，然后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实证

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见表7），不论是全样本

还是筛选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受教育水平在初

中及以下家庭组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且至少

在10%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表明公租房政策明

显降低了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家庭的城市

融入困境。比较来看，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

庭，公租房政策产生影响的核心系数估计值为

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反映出公租房政策对融

入困境的缓解作用并未体现在较高学历家庭。

针对差异性影响结果，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进城务工的目的是以增加收入为主，且其长期收

入预期较低，因此，当该群体因获得住房保障而缓解其住房压力时，其家庭财务困境得到纾

解，也就更加倾向于在预期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相反，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大的

收入潜力和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对生活质量所需的物质基础会有更高的要求，尽管公租房政

 

表 6    机制检验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地困境

Ln(人均日租金支出) Ln(人均日非租金支出)

总样本 样本筛选 总样本 样本筛选

Conventional
−0.358*** −0.302*** 0.236*** 0.250***

(0.099) (0.084) (0.057) (0.054)

Bias−corrected
−0.348*** −0.295*** 0.236*** 0.246***

(0.099) (0.084) (0.057) (0.054)

Robust
−0.348*** −0.295** 0.236*** 0.246***

(0.099) (0.085) (0.057) (0.054)

 

表 7    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分组 标准误处理 全样本 样本筛选

初中及以下 常规标准误
−0.595** −0.450*

(0.291) (0.252)

高中及以上 常规标准误
0.167 0.156
(0.176) (0.196)

没有随迁子女 常规标准误
0.111 0.412
(0.322) (0.355)

有随迁子女 常规标准误
−0.383* −0.361*

(0.217) (0.216)

非国企单位 常规标准误
−0.434** −0.378*

(0.220) (0.209)

国企单位 常规标准误
−0.273 −1.148
(0.320) (1.975)

　　注：所有回归均采用CCT标准计算的最优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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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住房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提供了一定的货币补贴，但相对于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而言，

仍然是杯水车薪。

2. 子女随迁情况

理论上，子女随迁对家庭经济决策会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住房选择（梁文泉和钟瑞婷，

2023）。换言之，当农民工有子女随迁到工作城市，会因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消费而增

加家庭开支，由此挤出家庭财务的其他开支。例如，若有住房成本的影响，子女随迁则会放大

对家庭财务的影响。然而，如果该群体受到住房保障制度的帮扶，使其住房压力得以缓解，那

么子女随迁可能难以对其家庭财务构成冲击，继而为其生活水平提供保障。据此，根据问卷中

提供的子女随迁信息，本文将被访者按照子女随迁情况分成没有子女随迁和有子女随迁两组，

然后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见表7），没有子女随迁家庭组的系数估

计值都为负，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而有子女随迁家庭组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且

不显著。这表明公租房政策明显降低了有子女随迁家庭的城市融入困境，或者说，公租房政策

提供的资源帮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子女随迁带来的家庭支出，使其生活质量并未因子女随迁

所带来的日常开支增加而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家庭的财务结构更加

稳定，住房补贴仅仅起到了锦上添花的积极作用，帮扶效果相对有限；反之，对有子女随迁的

农民工家庭而言，持续的额外开支会恶化家庭财务，而住房保障提供的货币补贴则明显缓解了

其财务困境，使其在有子女随迁的情况下仍能保证较稳定的生活水平。

3. 就业单位性质

理论上，稳定的工作会带来更高、更持续的收入（黄乾，2009）。这意味着单位工作稳定性不

足的群体的外在风险应对能力较差，对制度保障的偏好也自然更强。那么，如果工作稳定性差

的群体获得了公租房政策的保护，则可能会迸发出更强的政策反馈；反之，则效果可能不明

显。据此，根据问卷中提供的就业单位信息，本文将被访者按照就业单位性质分为国企单位和

非国企单位两组，然后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从影响结果来看（见表7），非国企单位

样本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皆为负，且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保持显著，但国企单位样本中的回

归系数均未表现出显著性特征。这意味着公租房政策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缓解作用主要

体现在非国企单位就业群体中，而对国企单位农民工群体的影响较为有限。其原因可能在于，

国企单位工作更具稳定性，较高的稳定收入使其提高生活质量的动机相对不足；反之，对在非

国企单位工作的农民工而言，稳定性不足对其生活质量构成了冲击，当面临工作变动、收入调

整等外在风险冲击时，该群体更难以应对，特别是住房成本构成其主要的生活压力，而公租房

政策作为家庭风险的兜底工具，会产生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从而对在非国企单位工作的农民

工面临的融入困境起到缓解作用。

从异质性讨论的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公租房政策对受教育水平较低、

有子女随迁和非国企单位等弱势群体的融入困境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说明农民工群体中的

弱势家庭更加需要住房保障制度所提供的帮扶，这对地方政府提高针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

力度具有一定的政策意涵。二是公租房政策对经济能力强、社会资源丰富的受保障农民工群体

的正外部性相对有限，这对于创新住房保障制度的退出机制和聚焦保障资源效率最大化也具

有明确的政策指向。三是公租房政策对增收能力弱、生活成本大、稳定性差的三类农民工群体

的保障效果更好，也间接论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即公租房政策主要通过增强家庭财务流动性

和丰富家庭外部资源获取的双重路径对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质量产生积极作用，这也表明健全

住房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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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讨论——公租房政策的户籍地保障效应

农民工群体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其所面临的城乡融合困境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

融入层面，还涉及户籍地家庭端的多重责任与牵绊。理论上，以血缘、宗族、土地为情感纽带的

乡土情结根深蒂固，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始终存在（李树和邓睿，2021）。因此，农民工不仅需要

融入工作地的城市生活，同时也必须履行与户籍地家庭的紧密联动责任（张桂金和刘小敏，

2018），这使其处于“城”与“乡”的双重困境中。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

改善能够反哺乡村，缓解户籍地的家庭困境。根据代际反哺机制理论，当子代获得更多的实体

性和信号性社会资源时，能够通过向上的代际资源转移支持父辈，改善其生活状况（周晓虹，

2011）。另一方面，乡村家庭的需求和责任则反过来舒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融入压力，形成了城

市融入困境与乡村支持困境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将户籍地视角下的农民工困境划

分为家庭责任困境、情感支持困境、健康保障困境、农业生产困境以及其他生活困境5个维度

（见表8）。其中，家庭责任困境包括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两部分。留守老人困境主要评估农民

工对户籍地老年人的赡养责任，留守儿童困境则衡量农民工对子女照看和教育支出的压力。情

感支持困境通过配偶孤单指标反映因家庭成员分离导致的情感支持缺乏。健康保障困境评估

在家庭成员生病时的医疗支出负担。农业生产困境衡量农民工外出务工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其他困境指标用于捕捉未被具体分类的影响因素。

据此，根据调查问卷中关于农民工在户籍地面临的多重困难来衡量其在户籍地的生活困

境，对公租房政策影响农民工户籍地家庭展开进一步论证。在户籍地家庭困境的提问信息中共

计有7个问题，分别是“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老人赡养的困难”“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

有子女照看的困难”“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子女教育费用的困难”“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

没有配偶生活孤单的困难”“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家人有病缺钱治的困难”“目前在您老

家 ， 您 家 有 没 有 土 地 耕 种 等 缺 劳 动 力 的 困 难 ”

“目前在您老家，还有没有其他困难”。还是按前

文的指标构建方法得到家庭困难指标的综合评

分。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分别采用点估计、区

间估计以及样本筛选展开。表9报告了公租房获

得对农民工户籍地困境的影响结果。表9第（1）、

（2）列为采用点估计回归的结果，第（3）、（4）列

为区间估计的回归结果，并分别进行样本筛选

再 回 归 。 总 体 来 看 ， 点 估 计 结 果 系 数 估 计 值 为

 

表 8    户籍地视角下农民工困境的指标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问题设置

户籍地困境

家庭责任困境

老人赡养 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老人赡养的困难

子女照看 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子女照看的困难

教育费用 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子女教育费用的困难

情感支持困境 配偶孤单 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配偶生活孤单的困难

健康保障困境 医疗支出 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家人有病缺钱治的困难

农业生产困境 劳动力短缺 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土地耕种等缺劳动力的困难

其他生活困境 其他问题 目前在您老家，还有没有其他困难

 

表 9    进一步讨论的回归结果

变量

农民工群体的户籍地困境

点估计CER 区间估计MSE

总样本 样本筛选 总样本 样本筛选

Conventional
−0.636** −0.567** −0.477** −0.385*

(0.282) (0.273) (0.239) (0.230)

Bias−corrected
−0.634** −0.563** −0.479** −0.385*

(0.282) (0.273) (0.239) (0.230)

Robust
−0.634** −0.563** −0.479* −0.385
(0.286) (0.278) (0.249)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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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租房政策使得受保障农民工家庭在户籍地的困境得到显

著缓解；此外，区间估计的系数估计值也为负，且基本保持显著。该结果说明农民工在户籍地

的困境因住房保障得到改善，也再次佐证了公租房政策对农民工的积极影响具有基于家庭关

联的空间延伸性，而并非局限于受保障家庭的当地效应。由此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公租房政策

对受保障群体的影响具有空间性，提高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多方面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二是经济支持是公租房政策沿着反哺机制回馈户籍地家庭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货币补贴

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效果可能更加显著。

六、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广大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解决好该群体在

城市务工生活面临的多重城市融入困境，是党中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基本内容。本文采用2016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通

过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方法实证考察了公租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得

出以下结论：第一，公租房政策显著缓解了农民工群体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城市

融入困境，对新阶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货币补贴直接带来

的收入补偿效应和实物补贴间接产生的需求创造效应能够缓解农民工群体的城乡融合困境；

第三，公租房政策对受教育水平较低、有子女随迁和非国企单位等群体的积极影响更加明显；

第四，公租房政策还通过代际反哺机制缓解了农民工户籍地家庭的生活困境，表现出积极的户

籍地保障效应。

上述结论具有以下几点启示：（1）公租房政策通过收入补偿效应和需求创造效应对农民工

群体缓解城市融入困境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建议政府部门坚定不移地完善优化住房保障

制度，以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一是以住房保障为突破口，切实提高低收入家庭获取住房的

能力，同时进一步降低租赁保障在收入、社保等制度端的门槛，为弱势群体提供充分、全面的

货币补贴，多路径提升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二是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规模，增加

实物住房保障的覆盖面，特别在住房供需基本平衡的背景下，应搭建存量转化机制，推动老旧

产权房、闲置保障房、存量商办等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前提下转化为保障房，在缓解财政压力的

基础上保障城市住房需求。（2）公租房政策对于不同受教育背景、子女随迁情况、工作单位性

质等群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建议将受保障流动人口做好结构划分，尤其是对住房成本

更加敏感的弱势群体，聚焦其特征和需求，提升保障效率。比如将补贴力度与工作年限、工作

绩效挂钩，实行具有弹性的保障补贴，在缓解住房压力基础上对长期在当地工作的群体给予补

偿奖励。（3）公租房政策还具有积极的户籍地保障效应，这意味着租赁保障不应局限于住房本

身，应聚焦受保障群体的切身家庭困难和需求。一方面，应加强城乡联动的综合保障措施，结

合货币补贴、教育补贴、医疗保障等多种形式，为弱势群体及其户籍地家庭提供全方位帮扶，

缓解成本压力导致的“流而不迁”现象。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加强社区服务和支持体系，建立健

全弱势流动人口群体及其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关怀体系，促进社会融入和心理健康，使他们在城

市生活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归属感和幸福感。（4）本文论证了公租房政策对受保障农民工群体的

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建议在推进全体人民实现住有所居的过程中，不应忽视“租”而只重视

“购”，健康可持续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不仅能够填补配售型保障房的不足，也能进一步缓解地方

财政压力。因此，培育和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住房租赁市场 ,加快建立形成“保障+市场”相

结合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这是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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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obility to Settlement: Housing Security Systems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ng Shiyong1,  Liu Dandan2,  Sun Weizeng3,  Wang Hongwei4
( 1. School of Custom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0120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550025, China; 3. Joint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1815, China; 4.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s  a

special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ural  reform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adopts data from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and identifies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significantly alleviates the multi-
dimensional  living  difficulti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cond,  the “income  compensation  effect”
directly  brought  about  by  monetary  subsidies  and  the “demand  creation  effect” indirectly

generated  by  in-kind  subsidies  joint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pecifically,  monetary subsidies directly increase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n-kind subsidies indirectly drive potential consumer demand by improving living conditions.

Third,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those with a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those with accompanying

children, and those working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face greater difficulties in integration,

which makes the guarantee effect of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more pronounced.  Fourth,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also  alleviate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lace  difficulties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mechanism.  That  is  to  say,  the  welfare

effect  of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will  feed  back  to  the  families  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lace  through  means  such  as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resource  transmission.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results of the effect of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will help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welfare  effect  of  housing  security  systems,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migrant

workers; housing securit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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